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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四川酒类产量及发展特点抗战时期四川酒类产量及发展特点※

◎ 肖俊生

【摘　要】 民国时期是四川酿酒业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发展阶段，抗战时期更是四川酒业发展的巅峰，1944

年产量达到民国时期的最高峰。四川酿酒业的发展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应有贡献。文章考证

了抗战时期四川酒类的产量，分析了川酒发展的特点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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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的生产与销售是传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

分。四川自清代以来，酿酒业蓬勃发展。在近代，川

酒的产量均高于全国其它省份。抗战时期是四川酒

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1944年川酒产量达22万吨

以上，这个纪录直至1978年后才被超越①。但迄今

为止的研究与分析均对抗战期间的川酒产量及规

模语焉不详，或分歧甚大。本文拟就川酒产量、规

模、特点及快速发展的原因再作认真分析。

 一、抗战时期四川酒类的产量

民国时期是四川酒业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

发展阶段。川政统一后酿酒业迎来了快速发展机

会，主要产酒区域的产量、规模及糟房数量均有

显著提高。江津县1935年7一12月月产酒74万斤，

到1945年6—12月月产酒达136万斤，年产l 633万余

斤，比10年前增产近90％〔1〕。犍为县1938年产酒2 

578万斤〔2〕。非主产区之达县，也能生产多个品种

的酒，仅烧酒就有“城乡糟房数百家”〔3〕。

表1是四川各税务所所统计的1936年和1938

年的酒产量，它能让我们看到抗战前期四川各地

产酒的全貌，若考虑到偷逃漏税情况，实际产量

要比表中数据略高（参见表3）。

※ 本文是2010年度四川省规划课题《近代四川酿酒业发展研究（1904—1949）》（编号SC107B047）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① 据统计，1957年四川产酒14.06万吨，1958一1978年四川年均产酒约21万吨，1985年产酒85.7万吨。（《当代四川》编辑部编：《当

代中国的四川》（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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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　1936、1938年四川各地酒类产量①    　　　　　　单位：万斤

税务所名称 1936年 1938年

川东税务管理所（巴县、江津、璧山、江北、永川、綦江、南川） 1 470 2 497

合川、武胜税务分所 316 313

铜梁、南川、大足税务分所 298

万县、开县、梁山、忠县税务分所 720 935

涪陵、丰都、长寿、垫江税务分所 173 343

渠县、营山、邻水、广安、大竹税务分所 930

开江、达州、宣汉、万源、城口税务分所 35 309

云阳、奉节、巫山、巫溪税务分所 263 333

彭水、石砫、秀山、酉阳、黔江税务分所 36 81

川南税务管理所（乐山、井研、犍为、峨嵋、夹江、洪雅、峨边、青神、丹棱） 502 517

仁寿、彭山、眉山税务分所 345 415

雅安、汉源、名山、邛崃、大邑、天全、荥经、芦山、新津、蒲江税务分所税务分所 211 231

西昌、冕宁、会理、盐边、越西、昭觉、盐源税务分所 94 147

川西税务管理所（成都、华阳、新都、新繁、温江、双流、金堂） 212

资阳、简阳、乐至税务分所 812 1 023

什邡税务分所 93

彭县、广汉税务分所 306

绵竹税务分所 320 420

中江、德阳、罗江税务分所 453 518

绵阳、 彰明、江油、平武、梓橦、安县、北川税务分所 129 260

崇宁、崇庆、灌县、汶川、茂县、松潘、理番、懋功、宝兴税务分所 66 194

郫县税务分所 1 1

川北税务管理所（阆中、巴中、南部、苍溪、仪陇、剑阁、通江、南江） 206 239

昭化、广元税务分所 2 5

三台、射洪、盐亭税务分所 386 477

遂宁、南充、西充、岳池、蓬安、蓬溪税务分所 721 681

永宁税务管理所（泸县、合江、纳溪、江安、隆昌、荣昌、富顺） 854 1 315

内江、资中、荣昌、威远、安岳税务分所 1 453 1 537

宜宾、南溪、高县、庆符、筠连、雷波、屏山、马边税务分所 354 444

叙永、古蔺、长宁、古宋、兴文、珙县税务分所 119 227

合计 10 041 15 301

　　资料来源：1936年见财政部四川区税务局：《财政部四川区税务局学报》创刊号第90页附表，1937年1月。四川大学图书馆
藏。1938年见四川省财政厅编《四川财政汇编》第3章“税捐”第124-126页，四川省档案馆藏。

两年中川酒产量增加了50%，其间还经历了

1936年的特大灾荒。其中年产量超过200万斤的

县有巴县、江津、璧山、江北、永川、合川、铜梁、

万县、涪陵、广安、犍为、仁寿、彭山、资阳、简

阳、彭县、绵竹、中江、三台、射洪、遂宁、南充、

泸县、富顺、隆昌、内江、资中、荣昌、宜宾、蓬溪

等约31县。两年中，川东税务所增长1 000万斤以

上，永宁税务所增长500万斤，资阳、简阳、乐至税

务所也增长200万斤以上，三地增长占全省增幅的

1/3，而三所辖区正是酒业发展重点区域。

下表反映的是1943、1944年成渝公路沿县的

糟房规模及酒产量。

① 表内缺潼南县、西康康属各县、宁属部分县的统计。同时，为了计算的方便，笔者以“万斤”为单位，进行了四舍五入的折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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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成渝公路沿线各县1943、1944年白酒产量一览表①    　　　　　　产量单位：万斤

县别 年别 作坊平均数 酒桶平均数 年产量（税务机关报告） 实际年产量估计

简阳 1943 282 550 257 700

资阳 1943 420 468 223 470

威远 1943 127 222 77

内江 1943 150 628 574

自贡 1943 30 38 27

璧山 1943 110 1254 157 250

富顺 1943 236 535 417

泸县 1943 503 1487 995 1 400

金堂 1944 39 77 46 10

资中 1944 323 341 265

隆昌 1944 137 454 278 350

永川 1944 279 892 686 1 300

江津 1944 422 1439 1 531 3 200

巴县 1944 950 1859 1 167  1 800

荣昌 141 602 550

大足 40 200

总计 6 700 12 267

　　资料来源：四川省银行经济研究处《成渝路区之经济地理与经济建设》第66—67页，1945年5月。四川省档案馆藏。

从实际产量估计来看，江津、巴县、泸县、永

川名列前四位，年产量均超1 000万斤。各县糟坊

数量及酒桶数量均比战前增加许多而以巴县排第

一位，超过第二位许多②。江津除生产白酒外，还

产广柑酒、桔柑酒、葡萄酒等品种。仅1942年刘有

光集资创办的利农农产贮造股份有限公司就生产

广柑酒5万瓶，被用来招待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得

其盛赞〔4〕。另外，在江津，为糟房提供曲药的工厂

在抗战开始后就有10余家，年产曲药数十万斤，销

售全县及涪陵、万县等地③。

绵竹县1935年共有大曲酒25户，96窖；烧酒

106户，625桶；老酒11户，180缸。抗战期间发展迅

速。1941年大曲酒36户，153窖；烧酒167户，老酒

14户〔5〕，均有显著增加。其时，绵竹酒在重庆十分

畅销，“恒丰泰”在闹市区邹容路的分店甚至登

报“谢客”，以免发生争购、抢购现象，同时决定

“晚开门、早关店、价格略高”，生意仍然兴旺。

一些批零酒商甚至有预付货款一年者〔6〕。同时期

泸州大曲、允丰正黄酒、江津白酒在重庆市场的

表现也与绵竹酒差不多，仅泸州大曲重庆的销量

就占其年产量的一半。

因四川生产的高梁主要用于酿酒，故根据高

梁的产量亦可推算出酒的产量。据1944年全省

134县的统计（未包括西康），当年高粱产量为

10080千市石，折为157 248万斤④。按高粱的61％

用于生产酒〔7〕（人食及饲料等用途占39％），出酒

①  作者以“万斤”为单位，对产量进行了四舍五入的折算。另外，“实际产量估计”之合计非本栏数据之和，原文如此，未作说明。
几个空缺县估计是参照其它县份按酒桶数量结合调查资料进行推算的。当时1个酒桶根据生产负荷情况年均产酒1-2万斤之
间。1942年政府限定每月最低纳税产量为0.2万斤，全年产量不得低于2.4万斤。糟房普遍有私酿增产漏税情形，故表中税务机
关报告的产量只有实际估计产量的54％。

②  当时的糟房规模以盛原料的“桶”论，政府以“桶”核定月产量及税额。一般糟房只有1、2个桶，月产酒0.1-0.2万斤左右。
③  四川省江津县县志编纂委员会：《江津县志》，成都：四川科技出版社1995年版，第326页。假设江津年产曲药30万斤，以曲药占

原料的2.56％计（川大第四班化学系四川工业考察团：《内江椑木镇集义荣糟房参观记》：“一石高粱（156市斤）加酒曲4斤”，
《四川月报》11卷4期，1937年10月，第17页），江津年产酒至少也在1 170万斤以上。

④ 《四川经济统计》（无作者），《四川经济季刊》2卷2期， 1945年4月。第341-346页。当时应有采购外省之高粱，也可能有川省高
粱外销情形，但笔者暂缺这方面的资料，故此处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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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为40%（当时平均水平）计算，1944年高粱白酒

的产量为38 368万斤，比1938年增长近2倍，若加

上其它原料如糯米、玉米、青稞、果类生产的酒约

6 000万斤（笔者估计），估计当年总产量达44 368

万斤以上，为民国时期的最高值。这是战时四川经

济的发展在酒业上的反映。

根据抗战期间四川各年高粱产量的统计与估计，

我们照上述方法计算出各年高粱酒的产量如下：     

表3　抗战期间四川高粱及高粱酒的产量①

单位：万斤      

年   份 高粱产量 高粱酒的产量

1938 66 066 16 120

1939 142 880 34 862

1940 136 048 33 196

1941 116 579 28 445

1942 126 547 30 878

1943 114 161 27 855

1944 158 621 38 703

　　资料来源：《（民国）33年夏作产量第一次估计》，《四川省
农情报告》7卷10期，1944年10月15日，第7页。四川省粮食增产总

督导团档案，四川省档案馆：全宗152，卷65。

　　说明：本数据采集比较保守、稳妥。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

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之“各省历年高粱产量统计”（上海人民

出版社1983年版，第56页）的数据比本表高约1/3，可资参考。

表3反映出，除1938年以外，各年高粱酒的产

量均在 28 000万斤以上。而前文已述及，1938年

川酒产量已有很大提升。可见，抗战期间川酒的产

量确有大幅提高，这还不包括其它粮食和果类酿

造的酒。但抗战中各年产量有反复，自1939年起，

并非阶梯式增长，个别年份有下降，而以1944年的

产量为顶峰。

抗战时期，国统区酒业大多凋敝，惟贵州酒

业同四川一样发展迅速。1944年贵阳有酿酒酢房

及售酒业59家，但营业额只有86 200元（法币），

资本额最大的只有1 000元（法币）〔8〕。茅台酒声

①  四川省粮食增产督导团每月都要对粮食的播种、生产、收成及气候进行调查，并据此进行农作物产量估计，其结果应当可信。
如对1944年高粱产量的估计就与《四川经济季刊》2卷2期《四川经济统计》接近。

② 有关酒类工艺的进步参阅下述资料：王思铁：《郎酒史话》，成都：巴蜀书社，1987年。龚咏棠、黄国光：《中国名酒“五粮
液”》，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四川文史资料集粹》第3编《经济工商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郭来虎主编：
《中国第一窖》，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年。

誉日隆，但受原料及运输的影响，产量十分有限。

共有三家酢房生产茅台酒，产量最大的成义糟房

（华茅）1944年年产仅4万斤，这是其建厂以来的

最高水平〔9〕。但这仅略高于一个四川普通糟房的

年均产量，即使售价再高，也难以在财政贡献与经

济规模上与四川酒业相比。1940年贵州高粱产量

659千市担〔10〕，折合10 280万斤，为抗战中最高。按

前述方法折为高粱酒2 508万斤，也仅相当于四川

一个主产县的产量。从全国的高粱产量来看，除东

北而外，四川高粱产量是各省中最高的，1944年几

与全国可见统计的13省总产量相等〔11〕，证明四川

酿酒业较各省发达具有坚实的基础。

  二、四川酒业发展的特点

四川酒业的发展不仅表现在产量的增长，而

且在生产的技术、管理和规模方面呈现出较明显

的特点。

首先，酿酒工艺趋于成熟，部分酒厂注意技术

改进。

民国时期的酿酒工艺有了很大进步。几乎

凡出产杂粮之县份均能烤制普通白酒（俗称烧

酒），且平均出酒率均达到40％以上。说明酿酒

技术的成熟及行业门槛的放低。而一些名酒的基

本定型也大多在民国时期，如郎酒的酱香型技术

诞生于清末，成熟于民国时期。五粮液的技术配

方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并最终定型于民国中

期。泸州老窖作为浓香型的代表，早已闻名遐迩，

一些地方如万县、合川、璧山等地甚至出现了仿

效的现象②，但其影响最大的还是抗战时期。

部分糟房开始注意技术改进并使用科学仪器

来监管生产，如五粮液生产中“使用了比重计（酒

精表）、温度计、湿度计等仪器设备来测量窖池发

酵温度、下曲药时粮糟的温度以及糟房内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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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湿度，勾兑加浆时的酒精浓度等等。同时做好

有关数据的详细记录。从而在酿造技术方面，逐

步改变只凭经验的眼看、鼻闻、口尝、手摸、足踢

的原始传统操作手段。这样可以比较客观、准确

地测量掌握有关数据。对于提高质量和扩大生产

规模，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12〕。

其次，出现部分专业酒厂，酒的品种生产齐

全，并有明确的生产管理分工；同时大多数酿酒

作坊（糟房）规模过小，家庭酿酒比较普遍。酿酒

在农村仍是一种家庭副业。

专业酒厂大多是由专业作坊发展而来，与近

代机器工业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但已经处于手工

业作坊向近代企业转化的过程之中。重庆允丰正

的注册资本1940年达到45万元法币〔13〕，市中心的

公司本部即有工厂8间，每坛装酒30斤的酒坛3万

余个〔14〕，1940年后在郊区还建有分厂，在泸州、万

县、成都还设有原料采购和销售的窗口，重庆市区

亦有两个销售门市，其营业利润相当可观，在行内

算佼佼者。大川酒行是一家股份公司，其1940年成

立时的股本为200万元法币，超过了允丰正。生产泸

州大曲酒的糟房以温永盛、天成生、爱仁堂规模为

著。

这些有一定生产规模和品牌的糟房，已开始

出现了生产管理的分工。重庆允丰正在抗战中正

式改为股份制性质，所有股东中只能选派一人参

与管理。生产过程中有专业制曲的、专门生产的、

专门采购原料和销售的以及专门管理工厂的经理

（执事），可以说各部门分工明确，具有典型的近

代化生产组织形式。公司的章程明确规定，全年

利润的10％用于职工分红〔15〕，有效地稳定了职工

队伍，融洽了劳资关系。重庆大川酒行的营业计

划书中甚至将职员的红利提到23％〔16〕。

泸州的温永盛老窖规模不小，又是专业酢房，

应有内部分工。还有当时十分有名的爱仁堂香花

酒，“下设内管事陈应谦负责收支帐目，对外设外

管事吴焕然，负责社会交际，联系批发业务和组

织原料、采购鲜花鲜果等；生产车间和包装由韩

登敖领班；伙房由刘顺和牵头。对内对外事务均

由管事包揽，上有老板，下有领班，各司其职，井

井有条”〔17〕。天成生糟房“会计、采购、推销等人

员的选聘，既重视技术特长，又重视职业道德，因

而强化了管理班子，为企业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地位”〔18〕。

但民国时期一般的酿酒作坊规模仍然很小。

一般只有一二排桶，年产量只有1-3万斤，永川、江

津单个酢房能年产5-8万斤（表2），规模就算大的

了。1942年政府对酒税实施认额摊缴，规定酿户

年最低产量为24 000斤〔19〕，对那些小作坊而言，

还有些偏高。充分说明当时酿酒业规模小、产量

低。1944-1945年，德阳酿酒业15户，职工45人，年

产量12万斤〔20〕，平均一个糟房只有3人，人均产量

只有0.3万斤多一点。璧山县，“酿酒老板发了财，

不少人争相办酿酒作坊。户户种高粱”〔21〕，成渝沿

线“酒作坊受其原料产地的控制，而成零星的分

布”〔22〕，均属此种情形。此外，四川农村的家酿酒

十分普遍。家庭酿酒作为农村副业，有两种情况：

一是使用家用灶具和工具煮酒，不需要添加新设

备，所煮酒多为糯米酒（耢糟）和杂粮酒（以高粱

为主），饮用时可以连酒糟一起饮用，因此其生产

不需要资本，原料系自产。政府规定此种情形酿

酒每年不得超过100斤，而且须照章纳税。另一种

是适当添加煮酒设备如锡锅、发酵桶等，不使用

雇工，煮酒多少依原料是否充足、农忙与否及市

场需求而定。其固定资产在100元左右（1937年币

值），几乎无流动资金，也可来料加工，收取工时

费。这类糟房在高粱主产区比较普遍地存在。如

璧山等县，“多数酒作坊分布在农村之间，⋯⋯成

为农村的一种重要副业，使农村经济因而增加其

繁荣之象”〔23〕。 

再次，主要产区集中在江河流域。

四川酒业的重要区域分布于四川（包括重庆）

境内的长江、沱江、岷江、涪江、嘉陵江、渠江等

六大江域，而且呈西北少，东南多的趋势，若从内

江、遂宁划分，则是川东多于川西。从全省来看，

泸州、重庆、江津、绵竹、内江是集中产区。靠近

江河流域，不仅有利于酿酒取水，而且宜于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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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成品的运输。如江津白沙镇，“高粱为农人所极

重视之农产物，每年出产，本镇约2万石以上。因

水运之便利，上自朱家沱松溉、石门等处，下游至

油溪以上之货，均各集中于白沙。原料之便于收

集，亦为产酒之一原因。⋯⋯酒之销场，除十分之

一二供本县需要外，十分之八九俱运销远地。上自

洪雅嘉定，下至涪丰忠万，以及嘉陵江上游之合川

三汇，黔省之贵阳、赤水、桐梓、遵义，均撑出白

沙烧酒之招牌，人争购之”〔24〕。犍为“水性既宜于

酒，是以酒业之发达，在上川南首屈一指”，其外

购原料多沿长江一带采购自宜宾、南溪、泸县等

地，销路也以岷江、长江流域各县为其重点〔25〕。

水，是四川酒业在过去和现在发达的重要原因。

三、抗战期间四川酒业发展原因探讨

四川经济在抗战期间得到较快发展，人所共

知。但一般意义讲，酒作为传统意义上的消耗品、

奢侈品，在战争期间本不应提倡，属限制发展之

类。但四川酒业在此期间却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引

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自有其特殊的原因。归纳

起来，大概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准入条件降低。民国时期，经过不断探

索，普通白酒的酿造技术、配制酒的配方技术已

趋于成熟，而一些高档酒如泸州大曲、绵竹大曲、

郎酒、允丰正技术日臻完善。酿酒所需的设备简

单，作为农村副业的时烤时停之糟房，设备投资仅

需100元左右（1937年币值），实在不行，农民煮

饭用的锅（蒸），睡觉用的棉被（发酵），生火用的

柴禾（能源）亦可作农村家酿酒的基本条件。这样

一来，高低档酒并存，不同酒种百花齐放，原料设

备之易得，生产时间的随意，都无意间成了四川酒

业发展的客观条件。

第二，原料采购便利。抗战期间，除个别年份

外，四川粮食总体丰收，基本上满足了人口增长及

抗战的需要。酿酒的主要原料高粱，其出产量是

南方诸省中最高的〔26〕。而从高粱所含的食品化学

成份看，酿酒才是其最佳用途。故四川酒业的发

展有丰富的原料，而且解决了高粱的出路，提高了

农产品的附加值，提高了农民种植的积极性。后

来，由于各糟房间竞相生产，原料采购量增大，四

川的高粱均不敷酒业发展的需要，高粱的收购竞

争加剧。1944年四川全省高粱的缺口达6000多万

斤。

第三、酒业有利可图。虽然因时局动荡和物

价上涨，抗战期间的制造业及商业利润的空间均

有限，但酒业发展仍有一定的利润空间。如重庆

大川酒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40年，其招股计

划书中载明，公司总股本200万元，用于厂房设备

30万元，生产器具30万元，原料采购100万元，流

动资金40万元〔27〕。该公司计划年度销售260万元，

原料采购160万元，说明其原料采购资本一年周转

1.6次，周转速度很慢，而且其年度利润率计划也

才13%。这并非一个理想的营业计划，但却得到

来自银行、商业建筑、医院、会计等行业38位发

起股东的同意，说明各股东可能故意隐瞒了计划

中的营业利润（公司注册时营业计划要上报）、且

看好酒业的发展。比大川成立早三年的重庆允丰

正股份有限公司因其经营高档黄酒，营业利润计

划好一些〔28〕。生产郎酒、五粮液的厂家，利润更

高一些。宜宾孙望山回忆说：“曲酒价每斤洋毫4

角5分，已有利可图。而五粮液每斤1.2元，当然获

利更厚，其毛利率达50％”〔29〕。商业经营方面，

乐山1938年经营酒业者19户，销售总额542 123.62

元，毛利总额76 180.63元，毛利率14.05%，纯利

额18 658.86元，纯利占其资本总额的23.35%〔30〕。

1943年绵阳经营烟酒业者其纯利占资本总额的

50％〔31〕。如果是作为农村副业时烤时停之糟房，

则基本上无利可图，无非作保本计，解决高粱的

出路，赚点酒糟喂猪。如乐至县倪和兴等人“原为

农人副业，赚糟饲豕，图粪培农”〔32〕。“多数酒作

坊⋯⋯可出产大量的副产品，如酒糟子即为优良

的饲猪料。所以一个较大的酒作坊可以圈养数十

只乃至数百只的肥猪。而养猪又有一种重要的副

产品，即是猪粪，是为农村最为需要的肥田品。尤

其在甘橘树分布较多的区域所需的这种糟肥为量

最大。这一些副产品的出产也都是促成本区域酿



111

历史研究LISHI  YANJIU

2012年第 2 期　

酒业甚为发达的重要因素。”〔33〕  

第四，市场需求扩大。抗战中，成渝公路沿线

一带的主要产酒县都得益于酒精工业的迅速发

展，尤其是资内简隆等县；大多数产酒县都因战

时四川经济的繁荣、需求增加而提升产量。绵竹

“年前财部统一税收，将地方苛杂除去，同时又因

川北人口增多，需要增加，所以绵竹酒转较抗战

前繁荣”〔34〕。川北人口不是突然增多的，如三台

就是东北大学等省外学校、企业的所在地，人口

大量内迁，扩大了对酒的消费需求。重庆在1938

年，“全市消耗干酒一项，每月在一千担以上，以重

量计，平均共有十万余斤，以每百斤36元之市价计

算，每月须耗洋36 000余元。此外，曲酒消耗，每

月亦有数百缸。而一般餐馆及应酬中风行之允丰

正制造之黄酒，4月份收入达18 000余元。由上列

数字以观，是项消耗实足注意也”〔35〕。随后，内迁

重庆的人口迅速增加，对酒类消费的需求更是有

增无减。允丰正黄酒之所以在抗战中声名远播，发

展迅速，就是因为外省人对其青睐有加。有些地

方，虽是企业自主行为，但更体现了市场需求的增

长。邛崃酒业“战前平常，战时颇称繁盛，将来颇

有发展之趋势”〔36〕。 

第五、政府鼓励生产。政府以国防所需及增加

税收两方面从三十年代后期起转变了对酒业的态

度。以前总体是限制酒业的发展，一遇灾荒，即严

禁生产。但抗战开始，即使灾荒之年，政府虽然也

限酿、禁酿，但只禁止使用主要粮食，却不限制杂

粮酿制。1938年四川省政府发布公告称：“现值抗

战期间，米麦两项，于军需民食，关系重大。究应

节制消耗，以资给养。凡以米麦酿酒者，应绝对禁

止。惟制造曲药，及以糯米酿制仿绍酒、老酒，不

在限制之列。除通令查禁外，合行布告严禁。如敢

故违以食米小麦酿酒，定于没收。并严究不贷。其

各凛遵”〔37〕。从其强调米麦的角度看，此时主要

查禁专以米麦酿制白酒者，杂粮酿酒、糯米酿酒

则未加限制。另据四川省政府第537次省务会议决

议，除高粱、青稞、糖泡、漏水四项外其余各项粮

食仍一律严禁酿酒〔38〕，这些都说明政府已经允许

用高粱酿酒。至此，政府对于酿酒原料的认识变

得较为清晰，即有所禁有所不禁，不再单纯地禁

止酿酒，甚至对于民生关系不大的、适宜酿酒的

原料还鼓励生产。

对于与酒精厂签有专供合同的糟房，政府还

免征非常时期之加征五成税〔39〕。

与此同时，政府怕损失税源，出台了很多措

施，严格糟房停产、减产。如1944年2月，四川省政

府粮2字第2790号训令指出：“查川省高粱一项，

虽列入取缔囤积物品（指‘非常时期取缔日用重

要物品囤积居奇办法’）之内，但此仅就一般规

定，而酢户所认产量月有定额，不得无故停减。

其储蓄高粱乃系维持陆续酿造之用，自与囤积有

别。如一律取缔储备，不予变通，则各酢户必致因

原料中断被迫停酿。不特影响税收，而酒精原料

之供给亦感困难，于军事、交通所关亦巨”〔40〕。看

来，为了维持酒的产量，关于酿酒用的粮食储备，

部、省两级都是很重视的。1944年酒类产量一度

达到顶峰，与此有一定关系。

此外，四川良好的水源和气候，1941年公布的

《国产菸酒类税暂行条例》除去苛捐、通售全国

概不重征，以及当时各业均奋力支持抗战的行为

等都促进了战时四川酒业的发展。

总之，抗战时期，民族经济遭受十分严重的

破坏，过去被视为奢侈品的酒业经济却得到了迅

速的发展，成为了民国时期十分脆弱的经济体系

中重要的一环，承担了重要的经济职责和国防职

责，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正如允丰正等厂家所

说：“溯自战时，洋酒阻运，后方土产黄酒，稍得苏

息之机，每年纳巨税于国库，实尽我小手工业贡献

国家之义务”〔41〕。四川酒业同仁，一方面为自己的

生存与发展，进行着艰苦的努力，另一方面也在为

国防动力所需及政府税收的增加贡献自己微薄的

力量。他们的行为表明，在民族危难的时刻，传统

手工业也可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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